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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社会的氏族残余比较浓厚，昭穆制度影响较大。秦汉时期，皇权取得了独尊地位，“父子相传”的皇统传
承规范成为制约帝陵布局的重要因素。西汉葬于渭北祖陵区的皇帝有八位与其前任皇帝属父子关系，而文帝因为平
辈冲突，宣帝因为代际缺环，均未入葬祖陵区。平帝虽与哀帝同辈，但西汉后期以来，“为人后”原则日渐成为皇权传承
的补充条款，王莽本着这个原则，葬平帝于渭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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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heavy influence of clan power in the pre-Qin society，theZhaomu ( 昭穆) syste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etal function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imperial authority achieved a dominant status; as a result，
the principle of handing over throne from father to son ( PHT) became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the locality of each individual
emperor's mausoleum． Among nine emperors buried on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Wei River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ight of them were the sons ( or nephews) of their predecessors． For example，the emperors Wen and Xuan were not buried in
the imperial mausoleum area north of the Wei River due to a conflict of seniority ( birth order was not followed) and an inter-
generational missing link，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according to birth order，Emperor Ping should not have been permitted
burial in the area containing the majority of Western Han's imperial mausoleums—He and EmperorAi belonged to the same
generation． However，since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the notion of“wei renhou ( 为人后) ”—an inheritor as someone be-
sides the father's son-gradually became the supplemental clause for the PHT． This new principle justified Wang Mang's action of
burying Emperor Ping on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Wei River．

关于西汉十一陵布局原则的探讨已经很多

了，诸家论争的一个焦点在于是否体现了昭穆制

度
［1］。笔者不赞成昭穆制度说，并尝试从皇统传
承的角度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原则作一初步探讨。
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昭穆制度的沉潜与皇统传承规范的兴起

依据目前较为流行的昭穆制度源于“两合氏
族”说，昭穆之制起意于表明“父亲和儿子属于不同
的母系氏族，而祖父和孙子则又属于同一个母系氏

族。”［2］简言之，昭穆旨在彰显氏族成员的母系血缘
所出。“西周从武王至厉王的每隔一代的王妃中，
其属于昭行的王妃全系姜姓。”［3］这说明西周时代
仍然保留着较为浓厚的氏族社会的残余，有学者甚

至称此一时代为“氏族封建制”时代［4］，这样的政权

形态为昭穆制度的盛行提供了历史条件。不过，与
氏族时代相比，西周的社会形态毕竟发生了很大变

化。宗法制度“立子以嫡”、“立嫡以长”的规定虽然
也内在地包含了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但对“嫡”和
“长”的特意强调，无疑揭示了这一制度更为重大的
意涵，即对政治权力传承脉络的刻意规范。经过春
秋战国时期数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国从一个封建国

家转变为帝制国家，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先秦国

家形态中浓厚氏族遗留的长期过滤。可以说，进入
秦汉时期，历史关注的重心已不是血统问题(当然，

它依旧很重要) ，而是皇权传承的正统性问题。至
于昭穆制度，由于血统的光环已经被新兴的皇统所

遮蔽(不是“取代”) ，它难免要沉潜一段时间。
在历史上，昭穆制度属于儒家礼仪规范的重

要组成部分，然而，众所周知，儒学在西汉的兴起

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与此相应的是，关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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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制度所引起的争论不曾见于秦代，也不曾见于

西汉晚期以前，而这段时期正是皇帝制度确立的

最初一百多年。这不会仅仅是个偶然，应当可以
理解为初期的皇权尚未与儒家意识形态形成具

有张力的互动关系。自汉元帝时代起，西汉政权
一再就毁庙、复庙问题发生争执。仔细观察相关
讨论，不难发现，大臣们对当朝皇帝说某个先帝

庙当毁不当毁的时候，最重要的标准是其人功绩

如何，即便是象汉武帝那样的文治武功，也不乏

目之为穷兵黩武者，认为应当毁其庙。这样的论
争，其核心精神在于论政，在于儒家要对政治发

生影响，而昭穆制度则是儒家干预政治的有力工

具。况且元帝时期“所言的昭穆制度均仅针对宗
庙的位置及祭祀时诸先帝神主在高祖庙中应处

的位置而言，并不涉及陵墓的安排”［5］。因此可
以说，在元帝以前，由于儒家意识形态尚未占据主

流地位，皇帝的葬制未必会受到昭穆制度的制约。
即便直接从礼制上说，进入秦汉时期，先秦

礼制的“有些内容如公墓制度、昭穆制度之类则
已消弭，成为历史的陈迹。”［6］秦始皇“把‘寝’从
( 位于都邑的 ) 宗庙里请出来，建造在陵墓之

侧”［7］，汉承秦制，“由于墓侧起寝，使西汉各帝
庙也都立在了各自的陵墓附近，形成了分散庙

制”［8］，又据东汉蔡邕之说: “汉承亡秦灭学之
后，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即世，辄立一庙，
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9］帝庙既与帝
陵共处，帝庙“不列昭穆”，那么，西汉帝陵亦不
会另行体现出一套昭穆制度来。
然而，昭穆制度的暂时缺失并不意味着西汉

帝陵布局就不需要遵循任何原则，只是我们需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来思考这个问题。雷依群
曾明确指出:“西汉帝陵的布局，体现了以皇权为
中心的思想。”［10］这个看法很有启发性。对这个
观点的阐发包括两个方面: 强本抑末的陵邑制

度、百官陪葬墓与帝陵方位所象征的君臣关系。
简言之，这里所谓的“皇权为中心”是以地方和
臣子为参照的。实际上，西汉各个帝陵的地理定
位也体现出“以皇权为中心”的理念，只不过这
里所采用的参照系是先秦时期国家形态中浓重

的氏族残余。也就是说，如果先秦确曾存在过昭
穆葬制的话，其体现的应当主要是墓主之间的血

统传承，而汉代帝王的葬制则重在体现皇统传承的

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讲，皇统传承规范至少可以说
是约束西汉帝陵布局的重要因素。
那么，西汉时期皇权传承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呢?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规定:“朕为始皇帝。后
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1］这个
观念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礼记·礼运》
言:“大人世及以为礼”，孔颖达疏:“父子曰世，兄弟
曰及”［12］。按照秦始皇的理想，他只强调“世”，显
然排除了兄终弟及的继统模式，而始祖之后“二世
三世至于万世”，这样的序数排列又排除了隔代继
统的合法性。合而言之，秦始皇对皇统传承的规范
就是严格的父死子继制。西汉王朝将这个基本精
神贯彻了下来。汉景帝曾戏言死后将传位给其弟
梁王刘武，窦婴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
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13］刘家天下父子
相传的规定是“汉之约”，可见是作为一项制度存在
的。不独汉代如此，从秦至清的历朝历代莫不以此
为国本，这一点毋庸多言。

二、西汉帝陵选址对“父子相传”原则的遵循

现在我们就以皇权传承的父死子继原则来

观照西汉诸陵，看这个原则是否能合理地解释帝

陵布局的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即渭北陵区是西汉

的祖陵区。杨哲峰指出: “渭北咸阳塬才是西汉
王朝真正规划的陵区所在。”［14］明显持昭穆制度
说者也有“咸阳原祖陵区”的说法［15］。确认了渭
北规划陵区的存在，我们就会看到，尽管此区内

各个帝陵之间方位关系的形成是否遵循某种理

念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除

平帝以外 ( 说详下节) ，每个皇帝都与其前任不

存在平辈冲突和代际缺环。即便是哀帝 ( 义
陵) ，他虽非成帝亲子，但从辈分上说，属成帝子

行，况且汉代存在“为人后者为之子”的观念［16］，
社会生活中也有过继兄弟之子的现象，如宣帝时

代的张安世之兄张贺，“子安世小男彭祖”［17］。
汉成帝无子，以哀帝为后，不存在平辈冲突和代

际缺环，因此并不违背父死子继的根本原则。
反观葬地远离渭北陵区的汉文帝和汉宣帝，

文帝是刘邦子，与前一任的惠帝是兄弟关系，出

现了平辈冲突，宣帝是史皇孙子，与前一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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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祖孙关系，存在代际缺环。与前任皇帝非父
子关系，而葬地亦有异，如果不以偶然性来理解

这种现象的话，应当可以感觉得到血缘与葬地之

间的内在联系。以往有论者以“个爱”［18］、“皇帝
个人的好恶”［19］来解释二帝陵墓的方位选择，尽
管这一认识并不能完全否定，但个人喜好似不宜

看做决定性因素。有学者指出，“一些较为直接
的因素如堪舆学原理及帝王本人的意愿等等”
“最终都不能摆脱礼仪制度与文化传统的规定性
影响。”［20］这个论断应当说还是比较稳妥的。
那么，对文、宣二帝陵布局具有“规定性影

响”的“礼仪制度与文化传统”是什么呢? 一种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 “汉代帝陵埋葬有着严格的
昭穆制度，宣帝刘询是武帝曾孙，昭帝堂孙”，
“因相邻两个皇帝刘弗陵 ( 昭帝) 与刘询的昭穆
序列一致，所以宣帝咸阳原汉陵区内营筑寿陵，

只好另辟墓地。”［21］雷百景说:“文帝与先帝惠帝
辈分相同，同属穆位，而宣帝是先帝昭帝的孙辈，

虽为隔辈继承，但二人同属昭位”，“由于受到昭
穆制度的约束，二帝皆‘不得已而为之’，万般无
奈之下，只好为自己另辟陵地。”［22］秦建明持昭
穆制度说，他也指出: “文帝为刘邦的儿子，依刘
邦为昭，则其当为穆”，“昭帝和宣帝是祖孙关
系，其间少一代皇帝，极有可能史皇孙被奉为昭，

而宣帝则为穆。”［23］

上述叙述方式的内在逻辑是西汉的昭穆制

度要求前后两任皇帝应为父子关系，若非父子关

系，那就不合昭穆规定，因而需要“另辟陵地”。
这一论证逻辑的核心是西汉的昭穆制度内在地

规定了皇权传承的“父子相传”。仔细分析，这
个逻辑核心牵涉到三重要素: 昭穆法则、皇统脉
络、血统脉络。而在这三个要素中，论者似乎没
有注意到昭穆法则与皇统脉络之间实际上是疏

离的，本无强有力的内在关联。为了说明这个问
题，我们先将昭穆法则以及宣帝的血统脉络、皇
统脉络简单示意如下:

昭穆法则:始祖———昭———穆———昭———穆———昭———穆
﹡世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血统脉络: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戾太子—史皇孙—宣帝
﹡世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皇统脉络: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
﹡世次 一 一 二 三 四 六

﹡任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找出以上三个序列之间的

相互关系:第一，血统脉络与昭穆法则在血缘世系

上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二，皇统脉络与昭穆法

则在世次上并不吻合。昭穆法则要求相邻两代人
昭穆属性必异，而在实际的皇统脉络中，相邻两任

皇帝不一定昭穆相异。比如文帝承惠帝，因属同一
代人，昭穆位次应相同。又如宣帝承昭帝，因属隔
代的从祖孙关系，在昭穆属性上也应相同;第三，血

统脉络与皇统脉络在世次上也不吻合，有的皇帝在

宣帝的血统脉络中是没有位置的，如惠帝、昭帝，而
有的人不曾做过皇帝，在宣帝的血统脉络中却必须

占据一个环节，如戾太子、史皇孙。
上述分析表明，在昭穆、血统、皇统三个序列

中，皇统具有相对独立性，既不必合乎昭穆法则，

也不必与血统脉络相一致。而在这三个序列中，
昭穆法则属于观念性的，确定了始祖之后，奇数

代叫做“昭”、偶数代称为“穆”，二者大致相当于
现代所谓的集合概念，而血统与皇统均属于实体

存在。血统脉络之所以不会与昭穆法则发生冲
突，那是因为所谓昭穆只是给血统脉络中的每一

个具体的人按照定义贴上标签，二者之间是现实

存在与意识反映的关系。而对于皇统问题，昭穆
法则原本就不是针对它而产生的，因此，二者自

可以各行其道。然而，持昭穆制度说者认为文、
宣二帝继统不合乎昭穆制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因为人为地增加了昭穆

制度的功能，认为可以拿它去框定具有相对独立

性的皇统传承。可实际上，昭穆法则并不具备这
个功能。如果必欲在昭穆法则与皇统传承之间
找出某种联系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为皇统脉络上

出现的每一任皇帝也贴上或“昭”或“穆”的标
签，关于这一点，前引“文帝为刘邦的儿子，依刘
邦为昭，则其当为穆”以及“刘弗陵( 昭帝) 与刘
询的昭穆序列一致”等说法可为明证。从类似论
述中丝毫看不出昭穆法则对皇统传承形成了约

束，所能看到的只是依据昭穆定义对西汉皇帝昭

穆位次的认定，而在认定过程中还不能缺少一个

中介性的因素，即前后任皇帝之间的血缘关系。
由此亦可以看出昭穆法则与血统脉络之间的直

接关联，而它与皇统脉络的关系则要疏远得多。
在这种情形下，以不合乎昭穆制度来解释文、宣
二帝陵远离祖陵区，可能并未切中问题的实质。

26 研究与探索



现在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既然昭穆制
度说已经注意到皇位“父子相传”的问题，我们
何不把昭穆制度暂且搁置一边，更为直接地从皇

统传承的角度考虑问题? 这样做的理由有二:首

先，秦始皇规定的“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以及“父
子相传”的“汉之约”是于史有征的。其次，“父
子相传”办法是秦始皇对皇位传承的直接规定，
并无任何迹象显示先有昭穆制度规定皇位要父

子相传，然后始皇又将传位规则单列出来。反过
来讲，假如真的已有昭穆制度先行严格规定了父

死子继，始皇此言岂非多此一举? 如果直接以皇

统传承的父死子继原则来观照霸、杜二陵的选
址，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因为文、宣二帝的继位违
反了“父子相传”的“汉之约”，所以他们不得不
葬于远离渭北的长安城东南，而这样做恰恰又合

乎“父子相传”的“汉之约”。这个解释虽然浅显
直白，但却是合乎情理的，并且也在矛盾中求得

了统一，或许更为切近问题的实质。

三、“为成帝后”:康陵遵循“父子
相传”原则的内在机制

平帝康陵看起来比较特殊，他与哀帝同为“元
帝庶孙”，平辈相继为帝，却与哀帝一样葬于渭北主
陵区，这似乎与传统的父死子继原则不合。对此问
题，笔者仍将从皇权传承规范的角度来解答，只不

过需要对规范的动态演进投以更多的关注。
西汉帝王由西汉人埋葬，怎么葬? 为什么这

样葬? 回答这样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体察历史

当事人所面临的处境、所产生的想法。有论者认
为康陵是王莽违反昭穆制度的产物

［24］，此说虽

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我们确实有必要注意王

莽对康陵选址的主导作用。哀帝死后，“新都侯
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25］平帝时期是王莽
主政的，平帝的陵墓自然也少不得王莽的谋划，

王莽个人的经历和思考势必影响康陵的选址。
有迹象表明，王莽十分痛恨“为人后者”违背礼
仪尊崇本生父亲的做法。在哀帝时期，由于哀帝
非成帝亲子，从皇统上讲，他应该脱离自己的本

生家族，专心致志地奉养成帝之母元后。但哀帝
本生家族并不安分，以哀帝亲祖母傅太后为代表

的定陶王一系，频繁要求提高地位。就因为傅太

后、哀帝母亲丁姬的名号问题，王莽竭力排拒，得
罪了傅太后，“遣就国”［26］。
哀帝死后，既出于私怨，也本着公义，虽然傅

太后和丁姬已葬，王莽也没有放过她们，“请发共
王母及丁姬冢”［27］。死后掘坟这种做法，很不近
人情，但这恰恰表明，对于王莽来说，继谁之后是

个坚定不移的原则问题，至于其实际血统，在特

定情况下倒不那么重要，如果过分看重的话，有

时反而会造成一朝两太后、两皇父的现象，导致
皇统歧出以及朝政的混乱。从王莽对哀帝尊崇
本家做法的应对方式，以及他个人在哀帝朝的遭

遇来考虑，在内心里，当继立之君非先帝亲子的

时候，他必然对出于血统关系而表现出的违礼之

举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警惕。
注重皇权传承中的“为人后”问题，实际上就意

味着对父死子继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变通，最直

接的影响就是可以忽略祖孙相继的现实情形。早
在汉宣帝即位时，汉廷已经不得已地接受了宣帝

“嗣孝昭皇帝后”的事实，不过，由宣帝本人选择的
葬地最终仍没有摆脱皇权“父子相传”的规定。到
王莽主政时，舆论风向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汉廷内

对祖孙相继情形已走过了被迫接受的阶段，非但主

动制造隔代继承的事实，并且还针对这类情形演化

出非常严苛的要求。《汉书》卷 68 记载:
( 金) 钦与族昆弟秺侯 ( 金) 当俱封。初，当

曾祖父日磾传子节侯赏，而钦祖父安上传子夷侯
常，皆亡子，国绝，故莽封钦、当奉其后……钦因
缘谓当:“诏书陈日磾功，亡有赏语。当名为以孙
继祖也，自当为父、祖父立庙。赏故国君，使大夫
主其祭。”( 甄邯) 劾奏曰: “……孙继祖者，谓亡
正统持重者也。赏见嗣日磾，后成为君，持大宗
重，则《礼》所谓‘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绝者
也。钦自知与当俱拜同谊，即数扬言殿省中，教
当云云。当即如言，则钦亦欲为父明立庙而不入
夷侯常庙矣。进退异言，颇惑众心，乱国大纲，开
祸乱原，诬祖不孝，罪莫大焉……”莽白太后，下
四辅、公卿、大夫、博士、议郎，皆曰:“钦宜以时即
罪。”谒者召钦诣诏狱，钦自杀。［28］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以孙继祖在王莽执

政时期是有着严格规定的，继统者必须专心致志地

作叔祖父之后，不得将自己的本生父亲、祖父掺杂
进正统传承的脉络中，否则，就是“乱国大纲”，“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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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焉”。这无疑表明时人对以孙继祖的理解，已
经达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只要为祖辈之后，本
生父亲就必须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在政治权力传
承(比如爵位)这个问题上，对血统的关注已经相对

弱化。而在皇统传承的过程中，兄弟相继的传承方
式与以孙继祖具有相通之处，二者都对传统的父死

子继方式构成突破。隔代相传既然已被普遍接
受，那么，对同辈相继情形的接受亦不会存在特

别强烈的纠结。因此，平帝和哀帝虽属同一代
人，但在王莽主政时期，他已经不需要循着文帝

的先例，因无法化解兄弟相继情形与父子相传规

则的矛盾，而必须远离渭北祖陵区不可。
当然，“为人后”原则对平辈冲突的弱化，并

不意味着弟可以为兄之“后”。就以孙继祖和兄
弟相承两种情形而言，东汉何休曾言:“弟无后兄
之义”［29］，因此，说孙为祖之后，可接受的程度应
当要高于说弟为兄之后。王莽对平帝皇统的定
位就没有根据事实上的兄弟相继而采用弟为兄

之后的拙劣模式，他认为平帝是“奉成帝后”［30］、
“为成帝后”［31］，如此一来，加上成帝亲立的哀
帝，成帝竟然有两个平辈的“后”，由此亦可见，
王莽已经忽略了皇统平辈相继的冲突。而从血
缘上说，平帝是成帝子辈，如此一来，成、平二帝
之间又构成了一组“父子相传”皇统继承关系。
至此，平帝康陵的选址终又回到了“父子相传”
的皇权继承规范上，他被葬于祖陵区，正符合刘

邦定下的“汉之约”。
不过，最后还需指出一点，王莽在安排平帝

葬地时，似乎并没有完全忽略兄弟相继这个事

实。因为按照杨哲峰划出的渭北陵区的基线，诸
帝陵位置或压着基线，或距基线甚近，唯有康陵

距基线最远
［32］，与其他渭北帝陵比照来看，显得

比较独立。这个陵址选择的深意或许就在于求
得父死子继原则与兄弟相承现实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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